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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回顧並審視Cousins及Gombrich兩位教授對無禪那慧解脫思想的研究，並指出他們未利用或錯用漢譯〈須深經〉所造成的缺憾。同時，筆者針對無禪那慧解脫思想有多大可能是佛說的問題，提出三種研究進路。論文首先處理其中的第一種進路，詳細地比較了現存三個〈須深經〉版本的同異，說明它們的同異處所代表的意義。之後，循著本文的探討，上座部註釋傳統確實認為巴利〈須深經〉中慧解脫阿羅漢未得任何禪那的觀點，也昭然若揭。在結論中，筆者依目前的研究結果，指出無禪那慧解脫思想，在什麼樣的程度上接近原始佛說、根本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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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近年南傳上座部佛教的教理與禪法在台灣有逐漸發展的趨勢。南傳上座部的禪師，包括教導以腹部起伏為坐禪之根本業處的恰宓西亞多
(Chanmyay Say(daw) (1928~)、戒諦臘西亞多(Jotila Say(daw) (1935~)，強調《清淨道論》的修行次第與禪那的重要性，並以出入息念為主要業處的帕奧禪師(Pa-Auk Say(daw) (1934~)；以內觀全身覺受配合出入息念的葛印卡老師(U Goenka) (1924~)，以及宣揚正念動中禪的泰國隆波通禪師(Luangpor Thong)(1939~)。他們都曾相續來台指導密集禪修
。在這些當代南傳禪法中
，部分傳統的修行次第，是依據上座部佛教中所謂純觀行(Suddha-vipassan(-y(nika，以純觀作為車乘的人)或無禪那慧解脫(Pa(((-vimutta) 
的教理而來。其中明確地表明將純觀行慧解脫的教理與禪法實踐緊密結合的，是恰宓與戒諦臘西亞多所傳，並承自馬哈希西亞多(Mah(si Say(daw)(1904~1982)的念處毗婆舍那(Satipa((h(na Vipassan()禪法
。

馬哈希西亞多為了讓禪修者瞭解他們在禪修過程中所經歷的經驗，先後以緬文及巴利文著寫了敘述內觀修行過程的《清淨智論》(Visuddhi-(((a-Kath()，其在書中說：


復次，凡未令近行定或根本定生起，而於最初即開始內觀五取蘊者，此名為純觀行者。

然而，所謂「純觀行」或「無禪那慧解脫」的教理――也就是，不先修學禪那(Jh(na)而直接修毗婆舍那(vipassan()到達證悟乃至阿羅漢的教理――近年來似乎為部分西方學者所質疑。就筆者所知，先後兩任的巴利聖典協會(Pali Text Society)主席：Richard Gombrich教授與L.S. Cousins教授都曾對南傳上座部無禪那慧解脫的教理做專門的討論。他們不約而同地，將這種不修禪那但以解脫為目標的慧解脫理論，視為是佛陀般涅槃之後，或至少後期聖典(later canonical texts)才出現的教理。然而，他們的部分論證過程是值得質疑的，而其結論，就筆者的知識所及，也是不符實情的，因此筆者覺得有必要對無禪那慧解脫思想
的問題做進一步的討論。

本文將扼要地回顧二位教授對此問題的相關論述，指出其方法、資料乃至文本詮釋上的問題；同時提出筆者對慧解脫教理的研究方法。接著，文章將仔細討論在慧解脫研究上最重要的經典，即〈須深經〉的三個版本(一個巴利本、二個漢譯本)之異同，並依上座部傳統學者的研究成果，指出巴利佛教註釋傳統對巴利〈須深經〉裡慧解脫阿羅漢的理解。

筆者將本文視為後續對純觀行慧解脫研究上的一個初步嘗試，論文仍留有許多問題尚待後續處理。儘管如此，文中對〈須深經〉版本的比較，就筆者所知，似乎是目前仍未被學界處理的工作。此外，文中對前輩學者二篇研究論文的回顧以及對相關巴利資料的討論，相信也能增加漢語學界對上座部純觀行慧解脫的瞭解。

2.回顧與檢討Cousins與Gombrich的研究

以下筆者將分別回顧Cousins與Gombrich二位教授對慧解脫所做的相關研究，並嘗試指出其文章的一些問題。

2.1回顧：

Cousins教授在〈止行與觀行〉一文(1984)中，簡短地審視巴利《尼柯耶》到後期註釋書中關於止(samatha)與觀(vipassan()的用法，並在結論的部分將止與觀的關係繪製成一張圖表，該圖表似乎顯示預流者必定得到初禪，而不還果必得四禪
。這樣的提法顯然直接否定無禪那慧解脫阿羅漢在巴利佛教應有的適當地位。

在後來的另一篇文章〈內觀禪的起源〉(1996)，Cousins教授檢視與剎那定、內觀階智相關的文獻，嘗試為以馬哈希禪法為代表的當代內觀禪找出歷史上(或巴利文獻上)的起源。他指出：內觀禪法的直接出處是《清淨道論》(Visuddhimagga)，但最早則可追溯至西元前二、三世紀的《無礙解道》(Pa(isambhid(magga)
。雖然他承認：後來的上座部傳統確實承認無禪那阿羅漢的存在，但他認為早期的經典卻並非如此，他說：

後期的傳統確實接受未培養全部或任一禪那的慧解脫阿羅漢的存在。然而，在較早的經文裡真正涉及這類阿羅漢的，似乎大多說：他們沒有培養無色定或前五個神通（abhi(((），至於前四個禪那，則未明確地被提及。

此外，他在文章中也提到：巴利經典顯然相當重視禪那，所以若人認為它不重要，將是令人訝異的。他認為
。Cousins教授的兩篇文章，顯然都意圖將無禪那慧解脫思想的生成，限定為後期經藏時代乃至之後的產物。

Gombrich教授則在其《佛教如何開始》一書的第四章〈回溯一個古老的諍論：巴利聖典中慧如何戰勝定？〉中，檢驗與俱解脫等各類聖者相關的種種經典，並主張：含有貶低定學意味的「慧解脫」之概念，源自學院式的直譯主義(scholastic literalism)((把原字詞所沒有的意思放入該字詞中的一種解釋方式
。同時，他將慧解脫理解為不透過禪修(meditation/ bh(van()而證悟，並得到如下的結論：

1.無禪修的證悟可能非佛陀所設想，或不存在於最早的經文。且慧解脫(pa(((vimutti)一詞本來並不是指無禪修(without meditation)的證悟。

2.慧解脫後來指無禪修的證悟(或至少無某些禪修成就)，這個改變與〈須深經〉的〔版本〕改變有關。

3.最後，如一般所承認的，巴利傳統中確有一些比丘不禪修，但也未放棄證悟的追求。

在其文中，Gombrich教授甚至為此種「慧解脫」概念〔及相關經典〕的生成，定出歷史上明確的時間：

如此，解脫觀念的改變及整個僧團比丘的交替，需要至少二到三代的時間。我以為所需要的最短時間，會相同於佛滅到第二次集結之間所需的時間，因為在那集結中仍還有極少數的親見過佛陀的參與者。我在別處計算過，認為所間隔的時間是六十五年
。

雖然Gombrich與Cousins兩位教授同樣都認為，不重定學的「慧解脫」思想產生在佛滅之後。但兩位學者對這種慧解脫思想出現的時間卻有不同的意見：Gombrich教授認為那些輕定的慧解脫思想已存在於早期經藏之中，而Cousins教授則主張這種思想只有到後期註釋書時代才出現。依Gombrich教授所說，Cousins教授的想法是「所有的聖典(canonical texts)(即使未說明白)都顯示：四禪不只是完全智(abhi(((，阿羅漢的智慧)，甚至是預流果的必要條件。」

2.2檢討：

敘述了二位學者所做的研究之結論後，以下筆者將試著指出他們文章上的一些問題。

Gombrich的論文嘗試確定慧解脫思想出現的年代，因而可以說是相當具有企圖心的。雖然他所提出的早期經典發展的可能模式(如直譯與爭論)值得深思，但當他將之運用在慧解脫之研究時卻是有問題的。筆者以為其論文有方法、語詞解釋及文本解讀上三方面的問題。首先，關於方法上的問題，因為Gombrich企圖對《尼柯耶》裡與「慧解脫」 (pa(((vimutti, pa(((vimutta) 一詞相關的不同經典，作出時間上的前後區別，以證明：在意思上相對於「俱分解脫」(ubhato-bh(ga-vimutta)的「慧解脫」，其實原本與「心解脫」一詞一樣同指阿羅漢的解脫。然而，他卻未說明用以決定這些有同樣「慧解脫」語詞但不同含意的經典，誰前誰後的客觀標準為何。如此，事實上，他並沒有證據支持相對於俱分解脫的「慧解脫」，在時間上晚於與心解脫同樣是被用來說明阿羅漢的解脫而出現的「慧解脫」。

事實上，同一語詞有多種不同的含義，在《尼柯耶》、《阿含經》裡本是平常的。例如「法」一詞可指「佛法」、「真理」、「規範」等不同意思；「婆羅門」可指四種姓的婆羅門，但也指佛教比丘，或真正的修行者。即使慧解脫一詞的多種不同意義，確實有時間上的先後關係，但藉以決定這先後關係的標準也必須被清楚地陳述。

其次，Gombrich教授文章中語詞解釋的問題在於：對與俱分解脫相對的「慧解脫」一詞的理解。他把不得四無色定乃至四禪的慧解脫理解成「不由禪修(meditation/ bh(van()而只以智性的分析過程而得完全智」
。他認為：由於「慧解脫」思想的發展，在巴利聖典被完全確定之前，出現了禪修者與「非禪修者」(non- meditatior)的對立情形
。顯然Gombrich教授對無禪那「慧解脫」的詮釋是值得商榷的。因為，當代提倡慧解脫修行道的代表馬哈希禪法系統就強調密集禪修的重要，而其禪修中心更是全年無休地提供給人們進行無限期禪修
。而且，即使是巴利經典中的慧解脫阿羅漢，也只被說成是未證無色定(或者加上五神通)的阿羅漢，而不是說「無禪修的」阿羅漢。

關於文本解讀上的問題，則是指Gombrich教授錯誤理解漢譯《雜阿含經．須深經》的文意
。Gombrich意圖將漢譯〈須深經〉當作是較巴利〈須深經〉為古或原初的版本，以顯示眨低定學的巴利〈須深經〉是一種後來的偽作(forgery)
。然而，將如下文所述，收於漢譯《雜阿含經》的〈須深經〉其實比巴利〈須深經〉更不強調定，因為在筆者所知的現存三個〈須深經〉版本中，唯有它明確指明有無禪那慧解脫阿羅漢存在。

相較於Gombrich教授企圖對《尼柯耶》裡個別經典做出時間上的前後區分，Cousins教授的二篇論文則將《尼柯耶》文獻大致上視為一個整體，因而是較保守而不易受批評的
。Cousins嫻熟巴利文獻，在〈內觀禪的起源〉中，仔細討論巴利文獻中有關剎那定的資料以及內觀階智精緻化過程。但是在文獻的運用上，二篇論文都全然未提到將反駁其論文最終結論的漢譯《雜阿含》裡的《須深經》，這個遺漏必然削弱其結論的正當性。

另外在〈內觀禪的起源〉中，Cousins教授只用三頁不到的篇幅，論述《尼柯耶》經典中內觀智慧出現的文脈，藉以指出在大多情況裡內觀智慧出現於定之後，或出現於自任一禪那出定後。顯然三頁不到的篇幅很難清楚地顯示整個巴利《尼柯耶》的修行次第論。事實上，他提到：有些經文並未詳述修行次第的脈絡，如對根本理論：蘊、處、界、諦、緣起等教理的討論；但在處理這類經文之時，他傾向於猜測(suspect)：這些教理是對已修得禪那之人說的
。同時，他也排除掉那些敘述「聞法後即得悟」的經文，因為他認為：這些經文未提供足夠的背景資訊，以便我們從中得知「聞法後即得悟」的那些人，是否之前已證得禪那。筆者以為，這些值得加以討論而能間接支持無禪那慧解脫存在於早期經典的有利經證，顯然被Cousins教授刻意忽略而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3.「慧解脫」的研究方法

如上所述，Cousins與Gombrich二位教授的研究，在企圖確定無禪那慧解脫教義於佛教思想史上的時間定位時，各自有其方法或資料上的不足處。站在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之基礎上，筆者在此節中，將針對慧解脫思想何時出現在佛教思想史上的問題，也就是，慧解脫思想是否出現在佛陀時代(Gombrich教授所提)，或是否存在於早期經藏中(Cousins教授所提)的問題，提出較完整的研究方法。

若能在資料上同時考慮巴利尼柯耶、漢譯乃至現存梵文的阿含經典，顯然可以解決上述二者中的後一個問題。而其答案，如後文所顯示的：無禪那慧解脫思想，存在於說一切有部所傳的《雜阿含經》〈須深經〉。

至於前者的問題，則是「如何決定某經或某事是否為佛說」以及「如何才是最早期的佛教」的問題。這個問題，也是長期以來為學界關心的問題。

雖然《阿含經》．《尼柯耶》是目前我們所有的，最可能呈現釋迦牟尼佛陀思想，及其所處時代背景文化的文獻。但《阿含經》．《尼柯耶》的內容完全代表歷史上的釋迦牟尼佛四十五年的說法，或呈顯佛陀當時的印度歷史文化，這種觀點早已為許多前輩學者所質疑乃至推翻。其因原因是《阿含經》．《尼柯耶》等早期經典都是後期部派所傳，具有部派的特色，且目前我們所有的經典寫本仍然無法上溯至西元以前的年代
。

如印順法師說：

無論為梵文的，巴利文的，西藏譯的，漢譯的，這些代表初期「佛法」的聖典，都已經過部派的傳宏，具有部派的色釆。

又如Steven Collins說： 

我建議：我們不應將巴利經典(Pali Canon)等同於早期佛教(Early Buddhism)，…南傳上座部並不是依巴利經典而生――我指的是封閉式的，具有特別及特定權威，且宣稱是公認的、對佛陀教法作史實記錄的封閉經典群( closed list of scriptures)――該部派也不是這些經典的保存者，這些經典並未存在於南傳上座部成立之前，而應該被看作是該部派的產品，是錫蘭大寺派的僧人在西元後的前幾個世紀，用以合法化的策略之一。

乃至於關連到依據經典所建立的早期佛教歷史，Jonathan說：

因為，在如阿育王時期那樣早的佛教歷史中，也出現了與「聖典的佛教」(Canonical Buddhism, 譯按：也就是指依據巴利尼柯耶所重建的早期佛教)所述相歧異的現象記載，於是，就產生了那被重建的「早期佛教(early Buddhism)是否真正存在過的質疑。

由於現有的早期佛教經典，不能被天真地認為是直接記錄佛陀當時的歷史，於是為了尋找佛教最古的思想、教義或經典，前輩學者們提供了相當多的研究方法與嘗試，例如：Egge從音韻學的角度，認為經典的偈頌比散文更古，且能保存經文原始的風貌
。Schopen認為要真正瞭解歷史上的佛教，須從考古、碑銘資料中去發掘
。Bronkhorst指出，於某些早期經典中被視為是佛教的，但又在其他早期經典中被譴責且於佛教外的其他宗教中可發現的思想，即應本非佛說，而是後來被引入佛教中的思想
。Vetter追隨Frauwallner等學者的看法，認為：透過同一經典的不同版本(梵巴漢)之比較，可以得出阿育王時代古上座部的經典原型與共同教義，是發現最古教義的可行方法
。

如大多數學者所認同的，佛教的早期經典《阿含經》、《尼柯耶》乃由佛弟子們透過多次的結集(sa(g(ti)，共同審議、合誦，經過口傳後以文字傳抄而成為現存我們所見的經典(《阿含經》、《尼柯耶》)
。因早期經典為人受持、傳誦，結集乃至傳誦傳抄的過程複雜，印順導師曾指出：要從現存早期經典直接探得「佛陀親說」已是不可能的任務：

佛法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成為大眾公認的佛法（或佛說）。以一字一句為佛口親說，固然是離佛世太遠，不明瞭實情的信仰。而想在現存聖典中，探求佛陀親說，而感到不可能﹔不知這一探求佛說的構想，是與聖典成立的實情不符的。

由於現今離佛典結集的時代已相當久遠，其過程又缺乏詳細的記錄，我們已無法直接從文獻中獲得歷史上的佛陀的實際說法內容。因此，乃至對於聖典真偽的問題，印順法師還作了如下的評述：

「佛教聖典，不應該有真偽問題，而只是了義不了義，方便與真實的問題。說得更分明些，那就是隨(世間)好樂、隨時宜、隨對治、隨勝義的問題」
。

雖然要從現存經典中找出絕對客觀的佛陀親說已是不可能，但是印順導師仍同意：吾人可以從「原始佛教」時期集成的聖典去探求、瞭解「根本佛教」((佛陀四十五年教化的內容
。問題在於我們以什麼方法來逼進根本佛教的內容。
針對無禪那慧解脫有多大可能是佛說的問題，筆者提出三種研究進路：第一是〈須深經〉的故事版本的比對工作；第二是探討不同部派對慧解脫的理解；第三是早期經典中的定、慧關係以及慧學本身的探討。

首先，透過不同〈須深經〉版本的比對工作，可能揭露早期結集時就已存在的〈須深經〉的內容，從而顯示無禪那慧解脫有多大可能是佛說。如上述，如果《阿含經》．《尼柯耶》所記載的內容不能直接代表歷史上佛陀的親說，那麼它究竟能代表什麼？Jonathan在其文章中提出四種研究模式
，以藉由現存的佛教經典文獻來研究印度佛教的歷史。在其文章的關於第一種模式――「歷史資料模式」(historical source mode)的段落中，Jonathan針對不同傳承而共有的佛傳故事所代表的意義，有如下的說明：「我們的證據允許我們能夠說的是，這傳記式的內容正確地記錄了後來的佛教徒對佛陀的想法，或者他們所相信的佛語內容。」
循此而論，對於《阿含經》．《尼柯耶》等早期經典的內容，我們至少能說，它們代表後來佛教徒所認為的、所相信的佛陀時代所發生的事件或已存在的思想。依此，經由不同經典版本的比對，我們可以得出較早期佛弟子們所共同相信的佛說內容，進而推論出一些可能的歷史事實。

據筆者所知，現存有三個分屬不同部派的〈須深經〉的故事版本，透過比對，可以確立其經文的哪些部分屬於部派共有的思想，或者哪些是屬於某版本特有的意見。若是共有的部分，當然有理由相信該部分來自不同傳承分裂之前的更早的傳統。舉例說，若某經乃至某經的某部分，是說一切有部《阿含經》與南傳上座部《尼柯耶》所共有的，則可說該部分是上座部未分裂前就已存在的版本(這也是上述Vetter所用的方法)。若是有部、南傳上座部以及大眾部早期經、律所共有的記載，則可說這是佛教根本分裂前，甚至王舍城最初結集時的版本，因而最可能是佛陀親說。反之，若只是某版本獨自的意見，則較難確定何者接近最初的結集版本，因為它們比共同一致的部分更可能是後來部派自已的增補，或傳誦者在傳誦過程中的即興創作，乃至傳抄者或傳譯者在傳抄、傳譯的過程中的故意的創作或無意的錯誤。

其次，不同部派對某教理的理解若有一致性，則該教理是印度早期佛弟子共同承認的佛法，因而很有可能是傳承自佛陀親說。當然，早期佛教徒所共同承認的，就邏輯上而言並不必然就是佛所說，或佛所承認的。但在相信佛教內部思想傳承雖然有發展、複雜化的傾向，但也有持續不斷與保守的性質之前提下，早期佛教徒們的共同意見，理應比個別的意見更有可能是承自佛說。循著如上所示的版本比對之方法，若說一切有部、上座部、大眾部等部派皆承認無禪那慧解脫的可能性，則此慧解脫的思想可能是共同紹承自部派未分裂前的傳承，因而可能是佛陀親說。關於這一點，筆者在之前的一篇論文已指出：漢譯說一切有部論書《大毗婆沙論》與《順正理論》，以及自成一家的《成實論》，都肯定〈須深經〉裡所說的慧解脫阿羅漢未得禪那
。本文將再介紹南傳上座部註釋傳統對此問題，抱持著與說一切有部及《成實論》相同的看法。

最後，在早期經典《阿含經》、《尼柯耶》中(尤其是最早結集出的修多羅部分
)，如果關於定、慧之間關係的討論以及相關慧學本身的論述，與無禪那慧解脫思想相容的話，那麼，慧解脫思想即使不是佛陀親說，也應當符合佛說、不違背佛說。

如此，從上述三個層面來考察慧解脫思想有多大可能是佛說的問題，應是較完整的研究方法
。以下，筆者將討論文中的第二種進路，並論述南傳上座部對〈須深經〉慧解脫的理解。

4.〈須深經〉的版本比較

南傳上座部
《相應尼柯耶》(Sa(yutta Nik(ya)的〈須深經〉(Sus(ma Sutta) 
，常被引用作「純觀行」無禪那慧解脫的經典依據
，是慧解脫思想研究中最重要的經典(下簡稱巴本)。依據南傳上座部所傳，五部《尼柯耶》在西元前一世紀時才被以文字記載下來，因此〈須深經〉的定型最早應即是在西元前一世紀
。
對應此經的漢譯本，是說一切有部所傳
的《雜阿含經》裡的〈須深經〉
(以下簡稱雜本)。現存的《雜阿含經》，乃求那跋陀羅在西元440年於祇洹寺所譯出。
此外，提到完整〈須深經〉故事者，尚有出現在大眾部所傳的《摩訶僧祇律》裡的須深的故事
(以下簡稱摩本)，在此版本中，「須深」被譯為「須深摩」
。現存《摩訶僧祇律》乃西元416至418時由法顯與佛陀跋陀羅所合譯出。

以下，筆者先將〈須深經〉的故事分為八個部分，依三個〈須深經〉故事版本，來敘述外道須深與慧解脫阿羅漢的故事。

(1). 故事發生的地點：

經文一開始，三個版本所記載的故事發生地點就有歧異，雜本與巴本皆說佛陀當時停留在摩竭陀國的首都王舍城(R(jagahe)伽蘭陀竹園(Kalandaka-niv(pe Ve(uvane)
。但摩本卻說佛陀當時是在憍薩羅國舍衛城裡的祇樹給孤獨園。

(2). 須深出家的原因：

三版本皆說：因為佛陀及佛陀所領導的佛教僧團得世人的尊重以及衣被、飲食、臥具、湯藥
供養，而其他的外道不得此四事供養。因此，為了也能獲得相等的尊敬、供養，外道須深受其餘外道同伴所託，答應到佛教出家盜法，再將所學法傳給其餘外道。

三個版本的描述雖大意一致，但詳略不同。雜本最詳，摩本次之，巴本最略。如提到受世人尊敬時，雜本作「王、大臣、婆羅門、長者、居士及餘世人」；摩本只作「世人」；巴本則使用四個尊重的同義字之過去被動分詞：sakkato, garukato, m(nito, apacito，但未寫出這些動作的發出者。
在結構上雜、摩二本較接近，都有外道共聚講堂(或議堂)討論、推舉「聰明黠慧」(雜本)或「於我眾中最為第一」(摩本)的須深到佛教盜法的敘述。但巴本則缺少此共同推舉的記述。

(3). 須深出家的經過：

三個版本都不相同，很難說哪兩個較接近。勉強說的話，雜、巴二本，及雜摩二本都有部分結構相近。摩、巴二本則完全不同。

雜本說：須深到伽蘭陀竹園，看到比丘們正在「經行」，向比丘們表明出家受具足的意願，那些比丘於是帶須深到佛陀面前，如雜本中所云：「爾時世尊知外道須深心之所念」(雜本特有)，世尊即使知道須深的用心，但囑付那些比丘讓須深出家。

巴本則是說：須深直接去找阿難，阿難帶他去找世尊，世尊令阿難等比丘
讓須深出家，於是須深就在佛面前出家。雜、巴二本結構相似，不同之處，在於巴本特別指出須深曾先去拜訪阿難。

摩本前半段與雜本的前半段敘述較接近：須深到祇陀精舍，見比丘們在「經行、禪坐」，並表明出家意願。但接著，那些比丘表示：外道要在佛教出家，「當試之四月，四月過已，得諸比丘意者，當與出家。」
四個月後，那些比丘就自行幫須深出家，受具足戒，並未諮訊佛陀的意見。

(4). 須深遇到慧解脫阿羅漢的經過：

在這部分，三個版本各不相同，雜本最簡，摩、巴二本較接近。

雜本只是簡單地說：須深出家半個月後，一個比丘(未交待緣由地)向須深自稱已證阿羅漢：「須深當知：我等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摩本則說：須深在出家受具足後，便前往拜訪世尊，就在此時，有一群比丘也到世尊所在處，並向世尊報告說他們已證得阿羅漢，說完後就離開。此時，須深也隨後拜別世尊，前去拜訪該群阿羅漢比丘。

在須深受具足的描述後，巴本接著說：那時，有些比丘向世尊說自己已證阿羅漢(但須深當時不在場，與摩本不同)。耳聞此事之後，須深前往拜訪該群比丘。

(5). 須深與慧解脫阿羅漢的對話：

三個版本各不相同，但顯然關連到最重要的問答內容時，摩本與巴本較接近，因二者皆未提到那些慧解脫阿羅漢是否證得四禪那。

雜本中，比丘自稱已證阿羅漢後，須深即依次詢問他們是否證得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及無色解脫，比丘們皆回答未證得。須深又問：為何前後說法矛盾？即說不得禪定，又自記說證阿羅漢？比丘們回答：「我是慧解脫也。」接著便起座離去。雜本明確地指出這群慧解脫阿羅漢連初禪都未證得。

摩、巴二本中，須深在拜訪他們之時，即詢問是否他們在佛面前自稱已證阿羅漢。比丘們回答「是」。之後，摩本中，須深依次詢問他們是否已得天眼、宿命智、無色解脫。巴本則較摩本詳細，依次問是否得神足、天耳、他心、宿命、天眼通及無色解脫。然後摩、巴二本與雜本相同，針對這些問題，慧解脫阿羅漢們都回答「未得」。須深也接著問：為何自記說〔得阿羅漢〕，但又說未證此等諸法(只是三本用語不同)
？他們同樣回答自己是慧解脫
。在此之後，與雜本不同，摩、巴二本提到：須深說不了解比丘們的略說，請比丘們廣說。比丘們對此的回答，在摩、巴二本中並不完全相同：巴本中，比丘們回答：不論須深了解不了解，他們還是慧解脫；摩本的回答大意則是：「雖然你不了解，但我們自己了解所謂的慧解脫人」
。在記述須深與慧解脫阿羅漢對話後，雜本與摩本都有一段須深內自思惟的描述
，作為往詣佛陀的原因，但巴本缺。

(6). 須深向佛提問：

三版本中的這一段大意相同，都往世尊處請教，但雜本最詳細，巴本則最為簡略。

摩本說：須深「具以上事，廣白世尊是事云何」，巴本也是如此：「尊者須深向佛說與該比丘們的一切對話。
」雜本則較詳盡地重新描述之前發生的事情經過，並詢問世尊：「云何彼所說不同，前後相違，不得正受，而復說言：自知作證？」，這句話清楚地表示須深的問題主要在於「不得正受(三摩缽底)」
與「作證阿羅漢」之間的關係。

對須深的問題，佛一開始所作的簡答，以雜本較為詳細：「彼先知法住，後知涅槃。彼諸善男子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法，離於我見，不起諸漏，心善解脫。」表示「先知法住，後知涅槃」
是心善解脫的關鍵，並指出獨處、禪思、不放逸的修行要點。巴、摩二本則只說到「先知法住，後知涅槃」的概念
，而未提到雜本「彼諸善男子…心善解脫」的部分。接著三本都提到：須深不解佛意，請佛廣說。而佛的回答卻是：儘管須深不了解，事實仍舊是先知法住，後知涅槃
。接著，三本都有須深表明不解佛意與請佛廣說的記錄。其中，雜本特別指出須深希望藉由佛的廣說，來了解法住智
。

(7). 佛對須深問題的詳解：

佛對須深問題的詳解，以雜、摩二本為相近，巴本因多了五蘊非我說，並詳細重覆上述的「五神通」、「四無色定」而自成一格。

在雜本與摩本中，世尊藉著與須深問答的方式，回溯十二緣起支，從「老死」之因為「生」開始，依次回溯到「行」之因是「無明」。接著指出「生滅則老死」滅，依次至「無明滅則行滅」。關於這緣起的說明，雜本列出緣起的十二支，摩本則未詳列。之後，與雜本不同的是，在摩本中，世尊又再次詢問須深，以確認須深了知前述緣起的法則。

在巴本中，這「緣起說」(同雜本，詳列十二支)是被放在典型的「五蘊非我說」之後。在此加入「五蘊非我說」，乃為巴本所獨有。此說的內容如下：五蘊是無常，因而是苦；因是無常、苦故是非我、非我所。聖弟子以正慧，如實知見所有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內的、外的、粗的、細的、劣的、勝的、遠的、近的五蘊為：「此非我所，我非此，它非我的自我。」因此，聖弟子於五蘊厭離、離貪，進而解脫，得解脫知見。
敘述須深了知緣起法則之後，三個版本都提到：佛回問須深他自己在如是了知之時，是否有之前四禪、無色定(雜本)或無色定、神通(摩、巴本)的證悟。這個問題，在雜本與摩本都是略說
，而巴本則不厭其煩地重覆之前對無色定與五神通的敘述。對此問題，在三個版本中，須深回答：未證得。然後，雜本中，世尊說：這就是先知法住，後知涅槃。而摩、巴二本則是記述世尊反問須深一個原本須深用以反詰、質疑那些慧解脫阿羅漢的問題
。

(8). 最後的結局：

接近故事的末尾，三本都提到須深坦承進入佛教是為盜法，並請求佛陀聽其悔過；此外，佛陀為須深說了一個關於盜法者所受苦的比喻(但三個版本的比喻詳略與內容皆不同)，並指出悔過可增長自身的功德
，但三本的結構、順序不一。雜本多了佛問須深為何盜法的一段敘述，最重要的是，雜本與摩本都說：須深在聞佛所說後皆證得「法眼淨」((即預流果
。巴本雖未用「法眼淨」一詞，但是依文意來看，應也是認為須深得初果。與巴、摩二本不同，雜本甚至在最後還說須深證得漏盡
。

．評論：

從上述的討論可得知的是，三個版本之間有極為複雜的同異關係。因此，我們顯然很難如Gombrich那樣，明確斷定哪一個版本是原初的、哪一個版本是經過增補的。然而，在承認兩個漢譯本忠於所譯的梵本之前提下，且同意三個版本的定型，雖然年代較晚，但仍代表各自部派成立後所傳的誦本之時，南傳上座部、有部、大眾部都共同傳有〈須深經〉的完整故事，由此可以看出一個可能的歷史意義：至少根本分裂 (佛滅百年後) 
之前，若更大膽的說，乃至第一次結集時(佛滅第一年夏)
，〈須深經〉的故事就已被教僧團持誦。

為進一步探討〈須深經〉版本的異同及這些異、同所具有的可能意義，筆者繪製了一張比對表(見下列表一)，將〈須深經〉故事的七個部分再分成三十三項。

表一顯示，三十三項之中，三版本都一致的有十四項(2、13、14、15、18、20、21、22、24、26、28、30、31、32)；三版本各不相同者，有二項(8、9)。三個版本所共有的十三項，可以被確定為上座部與大眾部未分裂前所共有的最早傳誦版本之內容。因此最初傳誦的〈須深經〉一定有須深為盜法而出家，詢問證無色定與證阿羅漢之間的關係，比丘自稱慧解脫，佛以「先知法住，後知涅槃」及「十二緣起」作回答(這是〈須深經〉被置於〈因緣相應〉的原因)，以及須深坦承盜法悔過等內容。但是，這麼說也並未排除那些未得一致說法的故事內容，仍可能是最早傳誦版本之一部分的可能性。否則的話，〈須深經〉的故事便無法連貫，如8、9項乃關於須深遇慧解脫阿羅漢的時間、地點，三個版本却各不相同
。但是，除非有更進一步的證據，否則我們很




表一：《雜阿含經》、《摩訶僧祇律》、《相應部》〈須深經〉故事版本比對表
	
	雜本
	巴本
	摩本

	(1). 故事發生的地點
	1 王舍城伽蘭陀園
	是
	是
	否(舍衛城祇陀林)*

	(2). 須深出家的原因
	2 為了盜法

3 外道共推須深
	有(詳)

有
	有(中)

無#
	有(略)

有

	(3). 須深出家的經過
	4 往佛陀所在處

5 比丘們帶須深至佛前

6 佛知須深心之所念

7 佛令比丘為須深受具足
	有
有

有*

有
	無#(直接找阿難*)

有

無
有
	有
無#(觀察四月*)

無
無#(比丘們自行為須深受具足戒*)

	(4). 須深遇到慧解脫阿羅漢的經過
	8 遇慧解脫阿羅漢的時間

遇慧解脫阿羅漢的地點
	受具足半月後*

遇一自稱阿羅漢的比丘*
	
受具足後*

聞說有人證阿羅漢，才拜訪他們*
	緊接在受具足後*

比丘來向世尊報告證阿羅漢時，須深在場，之後拜訪他們*


	(5). 須深與慧解脫阿羅漢的對話
	10確認是否自稱證阿羅漢

11尋問是否證四禪

12尋問是否證神通

13尋問是否證無色定

14須深訊問為何自相矛盾

15阿羅漢自稱慧解脫

16須深請求解說

17須深內自思惟
	無#

有*

無#

有

有

有
無#

有
	有
無
有(神耳他宿眼)

有

有

有
有
無#
	有
無
有(天眼與宿命)

有

有

有
有
有

	(6). 須深向佛提問
	18向佛提問

19凸顯問題在於作證阿羅漢與得正受之間的關係

20先知法住，後知涅槃

21須深請佛廣說

22佛言知或不知皆如此

23第二次請佛廣說
	有(詳)

有*

有

有

有

有(指定法住智)
	有(略)
無

有

有

有
無#
	有(略)
無

有

有

有
有

	(7). 佛對須深問題的詳解
	24順逆十二緣起

25五蘊非我、非我所

26佛反問須深是否得…

27佛反問須深為何自相矛盾
	有

無
四禪、無色定(簡)
無#
	有(但置於五蘊說後)

有*

五神通、無色定(繁)

有
	有

無
二神通、無色定(簡)
有

	(8). 最後的結局
	28須深坦承盜法、悔過

29佛問為何盜法

30盜法罪所將受苦的比喻

31悔過可增長自身的功德

32須深證預流

33須深證漏盡
	有

有*

有(繁)

有

有

有*
	有

無
有(中等)

有

有
無
	有

無
有(簡)

有

有

無

	備註：1. 斜體字：表三版本相同(共十四處)。      
2. 方框：表雜、摩本相同(共五處)。

3. 陰影：表巴、摩本相同(共九處)。        
4. 底線：表雜、巴本相同(共三處)。

5. 粗體：三者各異(二處)。                  
6. *：表該本獨有(雜七、巴四、摩五)。
7. #：表該本獨缺(雜四、巴四、摩二)。



難說在那些未得一致說法的眾多故事情節中，何者才是最初的傳誦本。無論如何，智慧開展的過程(先知法住，後知涅槃)以及定學(至少是無色定)與智慧乃至阿羅漢的證得之關係，肯定是最初傳誦本所關切的問題。

三十三項中，唯巴、摩二本一致者，有九項(6、10、11、12、16、19、27、29、33) ，這九項也是雜本獨有(6、11、19、29、33)或獨缺(10、12、16、27)的項目；唯雜、摩二本一致者，有五項(3、4、17、23、25) ，這六項也是巴本獨有(25)或獨缺(3, 4, 17, 23, 32)的項目；唯雜、巴二本一致者，只有三項(1、5、7)，這也是摩本獨有(1)或獨缺(5、7)的項目。這比對的結果表示：基本上，摩本比雜本在內容上更接近巴本；同時摩本也比巴本在內容上更接近雜本；同屬上座部系的雜、巴二本彼此反而較不接近。

唯雜、巴二本一致者的三項(1、5、7)，集中在故事發生的地點、須深出家的過程。這三項表示雜、巴共同的立場，同時也反映摩本獨有的特點。摩本在第五項提到「試之四月」的別住制度，符合律部所傳故事本身應有的重律特色。
唯巴、摩二本一致者共有九項(6、10、11、12、16、19、27、29、33)，數量之多表示巴摩二本彼此較接近，同時表示雜本在三本之中是最特別的版本。九項之中，有四項( 10、 11、12 、16)集中在與慧解脫阿羅漢的對話過程(第五部分)，佔該部分(共8項)的一半。這也表示雜本在這部分是較為獨特的。尤其雜本在第11項指明：慧解脫阿羅漢未證得任何禪那，但巴、摩本只提到慧解脫阿羅漢未證無色定與神通，但未提到未證禪那
。第11與19項代表有部對〈須深經〉所傳達法義的獨特立場，明確表示：禪那並非證阿羅漢的必要條件。此外，雜本獨有的第33項，將須深視為漏盡者，則大大提升須深的地位。

唯雜、摩二本一致的六項(3、4、17、23、25、32)，表示雜、摩二本共同的立場，也反映巴本獨特的立場。巴本在解釋「法住智在前，涅槃智在後」時，不只提到十二縁起説，且是先説明第25項「五蘊非我説」之後才説十二縁起説，筆者以為這至少表示，巴本認為五蘊非我説在這裡補充了十二縁起説的不足。而五蘊說置於十二緣起說之前應該有實踐上的意涵：五蘊說與十二緣起說是緊密相關的，相互含攝的，但唯有觀察五蘊才能契入十二緣起，這就是巴利本增加了五蘊說，並將五蘊說置於十二緣起說之前的原因
。二者合併能夠幫助讀者更了解「法住智在前，涅槃智在後」的意義。另外，巴利本沒有第32項，未提及須深在說法後證預流果，是巴本的另一特色。

從上述討論，我們知道：三個版本雖有三者皆一致的內容，也有差異的說法。相當多的差異是在故事發生的時間(如表中第8項)、地點(如第1、9項)、人物(如第4項)、事件順序(28、30、31項的順序)與事件詳略(如2、3、17、18、30項)等故事情節上的細微差異。這類差異並非重大的教義差別，可能是傳誦(結集)者在傳誦(結集)過程中，因記憶不明，或即興簡擇所導致的差異。這是阿含、尼柯耶作為口傳文學的必然結果
。但是，有些版本間的差異，則顯然是教義的差別，如有部的「不證四禪那」，南傳上座部的「五蘊非我說」，大眾部的「試之四月」等，這些差異則可以視作不同版本(與其所屬部派)自身所要傳達的獨自立場。

5.南傳上座部對巴利〈須深經〉的理解

如上所述，雖然巴利〈須深經〉並未指出，經中的慧解脫阿羅漢未證得任何禪那。但是，如Henepola Gunaratana尊者早先已指出的那樣
，巴利註釋書傳統一向認為：〈須深經〉的慧解脫阿羅漢並未證得任何禪那。

覺音尊者(Buddhaghosa, 370-450)
所編的《相應部註釋書》即《顯揚真義》(S(ratthappak(sin()
在註解〈須深經〉時說：

「友啊！我們是慧解脫！」表示：友啊！我們是無禪那的(nijjh(nak()乾觀者(sukkhavipassak()，單單藉由慧而解脫。

引文中的nijjh(nak(一詞，是nijjh(na與接尾詞ka所作的複合詞。ka是使名詞變成形容詞或「…者」的接尾詞。nijjh(na一詞是nir加jh(na作成的複合詞，對此，Gunaratana尊者指出：因為接頭詞nir可表「否定」或「增強」語氣，所以nijjh(na一詞可是(無禪那(lacking jh(na)，或者表示(觀察(contemplation)、思惟(reflection)之意
。但依下列註釋書中一連串對定的討論，我們可以確定nijjh(na一詞在這裡應譯為「無禪那」。那麼的話，《顯揚真義》就是將〈須深經〉的慧解脫阿羅漢，當作是「沒有得禪那」的「乾觀者」。

《顯揚真義》也對上述表一22項中「不論知或不知」一句作了註解：

「你知道或…」等為何被說？為了表示：即使無定也有智的生起。即是說：道或果非定的等流，非定的利益，非定的結果，這是觀的等流，觀的利益，觀的結果。因此，你知或你不知，此時法住智在前，涅槃智在後。

依照註釋書的理解，「法住智在前，涅槃智在後」這簡短的一句話，其實是在說明：出世間的道與果是因修觀所造成的利益，而非定。「即使無定也有智的生起」，表示「定」(sam(dhi)並非「智」的必要條件。這裡的「定」意有何指，引文本身並未明示。在法護尊者(Dhammaph(la,550-600)
所著的《顯揚隱義》(L(natthappak(sin()
 裡有針對《相應部註釋書》的《復註》，書中對引文裡的「即使無定」一詞有較清楚的限定：

所謂「即使無定」即「無之前成就的、得止相的定」，乃就觀行者而說。

由此可知，「即使無定」的「定」被限定為「無之前成就的」(purimasiddha()、「得止相的」(samatha- lakkha(appatta()，且是針對觀行者(或譯「以觀為乘者」)(vipassan(y(nika)而說。

上述引文仍然留有許多名詞詮釋的問題。如果進一步說明《顯揚真義》中的「乾觀者」(sukkhavipassak()與《顯揚隱義》中「觀行者」的意思，以及上座部註釋傳統對定或止的討論的話，則巴利註釋傳統對〈須深經〉的立場會更加清楚。以下，筆者便依循屬於傳統上座部的前輩學者們的研究
，加以論述。

．何謂觀行者？

首先，在《增支部》的一部經及相關的《註釋》與《復註》的說明中，我們可以找到相關的名詞界定。

《增支部》的一經文提到有四種證阿羅漢的方式，在說明其中的前二種方式時說
：

友啊！在此，比丘修習以止為先的觀。當他修習以止為先的觀時，道被生。他行、修習、多修彼道，諸結被斷，諸隨眠止息。
復次，友啊！比丘修習以觀為先的止。當他修習以觀為先的止時，道被生。他行、修習、多修彼道，諸結被斷，諸隨眠止息。
此經文被Gunaratana尊者視為是無禪那慧解脫思想的經證
。經文談到以「修習以止(=奢麼他)為先的觀(=毗婆舍那)」(samathapubba(gama( vipassana( bh(veti)和「修習以觀為先的止」(vipassan(pubba(gama( samatha( bh(veti)二種可證阿羅漢果的修習方法(bh(van(naya)。覺音所編的《增支部》註釋書即《滿足希求》(Manorathap(ra(()，對第二類方法加以註釋：

在第十經中的「以止為先」：做了為先的、先行的止之後…。所謂「以觀為先」，意思是：做了為先的、先行的觀之後，修習止。本已得觀者住於觀之後，令定生起。

這註解說明「修習以觀為先」的意思是首先修習觀(vipassan(, 毗婆舍那)，之後修習止(samatha, 奢摩他)。但止與觀的意義界定，仍然不明了。十二世紀的舍利弗(S(riputta)所編的《增支部復註》，即《真義寶函》(S(ratthama(jus()
提供了更詳盡的說明：

在第十經裡的「修習以止為先的觀」，此因止行者而被說。因為他先令近行定或安止定生起，這是止。他從觀察它〔指近行或安止定〕及與它相應的法為無常等，這是觀。如是，先是止，後是觀。因此，「修習以止為先的觀」被說。「修習以觀為先的止」：此因觀行者而被說。他未得上述的定，而從無常等觀五取蘊。

「此因止行者而被說」及「此因觀行者而被說」，這兩句話先後將《增支部》的二種修行方式，指定為「止行者」(samathay(nika以止為乘者)與「觀行者」(vipassan(y(nika)，以觀為乘者)所用的修行方法。止行者的修行方式，先修習止，後修習觀。「止」在這裡被界定為得「安止定」(appan(sam(dhi)或者「近行定」(upac(rasam(dhi)。而「觀」的界定：一、就止行者而言，「觀」是觀察近行定或安止定以及與這二類定相應的法為無常、苦、無我。二、就觀行者而言，「觀」是觀察五取蘊為無常、苦、無我。其實止行者所觀的所緣也是「五蘊」的一部分。因此「觀」其實就是觀五取蘊的三法印
。
值得注意的是：在《增支部復註》的註解中，止被定義為「近行定」或「安止定」。觀行者未證得它們之前，就直接內觀五取蘊。而〈須深經〉的慧解脫阿羅漢，被《相應部復註》認為是「觀行者」。那麼，如果《增支部復註》與《相應部復註》所言的「觀行者」是同一的話，這也就表示《相應部復註》認為：〈須深經〉的慧解脫阿羅漢未得到任何的近行定與安止定，因為安止定也就是禪那
，所以慧解脫阿羅漢未得任何的禪那。
事實上，對《增支部》所言的二種修行方式的解釋，也出現在覺音編的《中部註釋書》即《破斥猶豫》(Papa(cas(dan()針對《中部》第三經〈法嗣經〉(Dhamma-d(y(da- sutta)
註解說：
所謂「修行方法」(bh(van(naya)：某些人修習以止為先的觀。某些人修習以觀為先的止。

引文本身，雖然未明言是在描述止行者與觀行者的方法，但其之後的巴利文內容，其實就是在對止行者與觀行者所用修行方法，做明確的定義；事實上，它的內容就等於上引《增支部》經文與其復註《真義寶函》所作的解釋這二者的結合
。這表示《真義寶函》的編者舍利弗(12世紀)應是參考了覺音的作品，因而在「觀行者」的理解上，與《中部註釋書》，即《破斥猶豫》的編者覺音(370-450)相同。
後世巴利註釋書中，清楚地區分止行者與觀行者的，尚有《清淨道論》的註釋書，法護所著的《清淨道論大疏鈔》(Visuddhimagga-mah(((k()，即《第一義寶函》(Paramatthama(j(sa)說：
奢摩他就是止行者的車乘。此人有它，則是止行者。安立於禪那或禪那的近行之後而修習毗婆舍那的人，有此名稱。

在那裡說：「就止行者而言，以奢摩他為入口而持執毗婆舍那；又就觀行者而言，則不依止奢摩他」。

在這裡，止行者同樣被定義為安立於禪那(Jh(na)或近行禪那(jh(n(pac(ra)之後，才修觀的行者。他們是依止奢摩他才修毗婆舍那的人。相對於此，觀行者則是一開始就不依止奢摩他，也就是不依止禪那或近行定，而一開始就修毗婆舍那的行者。

從《增支部復註》的註解中引出的一個問題是：既然「觀行者」未得近行定與安止定，而這二定又被定義為止；那麼，《增支部》經文中被認為適用於「觀行者」的「修習以觀為先的止」一語中的「止」是指什麼？《增支部復註》似乎未提供相關的資訊。但這個問題在上述《中部》註釋書即《破斥猶豫》中的同一地方以及《無礙解道》
—這可能是明示二種修法的最早文獻根據—中可得到解答。在同樣說明「以觀為先的止」時《無礙解道》與《破斥猶豫》分別說：
如何修習以觀為先的止？隨觀無常故是觀，隨觀苦故是觀，隨觀無我故是觀。諸法在那裡生起時，以捨為所緣的心的一境性是不散亂的定。如是，觀在前，止在後。因此故說：「修習以觀為先的止」。(《無礙解道》)

諸法隨著毗婆舍那的圓滿而在那裡生起時，因以捨為所緣故，心的一境性生起；這是奢摩他。(《破斥猶豫》)

《破斥猶豫》對「修習以觀為先的止」的解釋，與《無礙解道》的有類似之處，因為《無礙解道》的成立年代早於《破斥猶豫》，後者的解釋可能參考了《無礙解道》，或者與《無礙解道》一樣得自同源的口傳的傳承。不同於《無礙解道》的是，《破斥猶豫》多了「隨著毗婆舍那的圓滿」(vipassan(p(rip(riy()以修飾「生起」(j(t(na()，使句子的意思更明確。也就是，觀圓滿之時，以捨(vossagga)為所緣故生起的心一境，被叫作「止」。這個止是在內觀圓滿時才出現的止，而不是像在止行者的情況中那樣，止(近行定或安止定)只是作為修觀的前行準備
。法護的《顯揚隱義》對上引《破斥猶豫》的文段也加以註解：
「在那裡…生時」：當正見等諸法在彼聖道剎那裡生起之時。……「捨離所緣」：捨離為所緣故。「捨離、捨、捨遺」與「終結」之義一故，指「涅槃」；因此，意思是「以涅槃作所緣故」。「心的一境」：說道正定。

由於上引文中的對「在那裡…生時」的解釋，指明是「心一境」是在「得聖道的剎那」(ariyamaggakkha(e)中生起。「捨」被說為是「涅槃」(nibb(na)的同義詞。而所生的「心一境」是道正定(maggasamm(sam(dhi)。由此得知：就觀行者而言，「修習以觀為先的止」一句中的「止」，並非一般的世間禪定(四禪、八定)，而是以涅槃為所緣的出世間道定。

．關於乾觀者

從上述的討論，我們確定了「觀行者」以及相關止、觀在註釋文獻中的意思。接著要繼續檢視巴利〈須深經〉的慧解脫被覺音的《破斥猶豫》說為「乾觀者」(sukkhavipassak()的意義。

除了註釋〈須深經〉時說到了乾觀者，覺音在編著《清淨道論》(Visuddhimagga)
時也提到「乾觀者」兩次。在〈說行道智見清淨品〉 (Pa(ipad(- (((a-dassana-visuddhi-niddesa) 中，覺音談論到某長老主張：禪那決定了所證聖道中覺支、道支、禪支等差別之時說：

乾觀者藉由觀的決定而生起的道、得定者不以禪那為基礎而生起的道，以及以初禪作基礎而觸知雜多行而生起的道，〔這三者〕皆是有初禪者。

相同的引文也出現在《法集論》(Dhammasa(gani)
的註釋書《義卓越論》(Atthas(lin()
。在這裡，覺音區別「乾觀者」和得定但不用禪那作為內觀的前行基礎的人為不同類別的兩種人。其可能的意涵就是「乾觀者」未得任何的禪那，否則的話，就不需要分「乾觀」與「得定而不用」為兩類。《清淨道論》另一處提到乾觀者的地方
，說到乾觀者的阿羅漢不能得滅盡定。但這個地方無法幫助我們確定乾觀者是否得禪那。因為，滅盡定被限定唯得八解脫的不還果與阿羅漢能得。因此，即使是得四禪的阿羅漢也不得滅盡定。

在註解上引《清淨道論》文中的「乾觀者」時，法護所著的《清淨道論大疏鈔》說：

未得禪那的純觀行者就是乾觀者。因為在毗婆舍那裡沒有禪那潤滑，此人的觀是乾躁的、粗糙的，所以他被說為是「乾觀者」

文中說：因為純觀者沒有禪那的潤滑，所以其觀是乾躁的，也被叫作乾觀者。因此「未得禪那的(ajh(nal(bh()純觀行者(sudhavipassan(y(niko)就是乾觀者。」純觀行者被「未得禪那」一詞所限定，就等於是上述覺音著的《顯揚真義》與舍利弗著的《真義寶函》中未得近行定、安止定的「觀行者」。另外，《清淨道論大疏鈔》也說：「所謂「純觀行者」意為：不與奢摩他修行混雜的觀行者」
因此「純觀行者」、「乾觀者」及「觀行者」三個名詞皆是指同一類的修行者，他們不修習以四禪、八定為目的的止禪，而於一開始就修習毗婆舍那禪。Gunatanara尊者說：「因為兩種車乘(止行與觀行)都趨向修觀，為避免誤解，後者(觀行者)有時也被叫作純觀行者(suddhavipassan(y(nika)或乾觀者(sukkhavipassaka)」
 。

如是，上座部註釋書傳統承認有未得禪那但得見涅槃的聖者。這類人被稱為「純觀行者」、「觀行者」或「乾觀者」。而且註釋書傳統將《相應部．須深經》的慧解脫阿羅漢稱為「觀行者」、「乾觀者」。這表示《破斥猶豫》與《顯揚隱義》皆認為：儘管巴利《相應部．須深經》未明言，但所提到的慧解脫阿羅漢事實上未得任何禪那。

在南傳上座部傳統由戒生定，由定生慧的修行次第之前提下，慧解脫阿羅漢，既無近行定亦無安止定，那麼他所藉以證慧的定為何種類的定，則成為一個問題。傳統上座部學者認為是剎那定，但曾有學者反對。關於這點，希望留待另篇論文連帶與漢譯北傳論書中的電光定一倂作討論。

6.結論

如上，筆者已大略顯示兩位教授對無禪那慧解脫在佛教思想史上所作的紀年定位，並指出他們未利用或錯用漢譯〈須深經〉所造成的錯誤。同時，筆者也詳細比較現存〈須深經〉三個版本的同異，以及這類同異所代表的意義。論文最後，則顯明上座部註釋傳統確實認為：巴利〈須深經〉中慧解脫阿羅漢未得任何禪那。在結論中，筆者想依目前所討論的證據，對「無禪那慧解脫阿羅漢」在佛教思想史上的時間定位，再加以論述。

三個〈須深經〉版本皆提到慧解脫阿羅漢未得無色定，這部分顯然是根本分裂前乃至第一次結集就有的版本。三本中雖然唯獨說一切有部所傳的〈須深經〉明言慧解脫阿羅漢未得禪那，然而，筆者已指出，因為三版本複雜的同異關係，我們無法說哪一個版本一定就是最初結集的版本。因此，就「未得禪那」而言，我們只能推斷：因為巴利本、大眾部本這兩個版本與有部本的說法不一致，所以最初結集版本的〈須深經〉可能並未包含「未得禪那」的部分。然而，我們也不能排除下面所述的可能性：有部保留了原來最初結集版本的「未得禪那」，而南傳上座部與大眾部所傳版本，則因傳誦或抄寫的疏失，或其他特殊的理由(或許為了強調四禪那的重要而故意)遺漏了「未得禪那」的部分。

如果事實是後者的話，那麼，存在無禪那慧解脫阿羅漢，當然是根本分裂前，乃至於第一次結集時，阿難等佛的直弟子所共同結集而承認的佛法。

如果情況是前者的話，因為上座部註釋書傳統對〈須深經〉慧解脫的解釋，與漢譯〈須深經〉乃至有部毗曇的看法一致，都認為〈須深經〉的慧解脫阿羅漢沒有得任何禪那。那麼，兩個傳統所展現的一致性很可能表示：這種解釋是諸上座部對〈須深經〉慧解脫阿羅漢所抱持的共同觀點，也可代表根本上座部在未分裂前就有的看法。

雖然有人會質疑：南傳上座部的《無礙解道》是西元前三世紀的作品之外，《顯揚真義》是西元四、五世紀的覺音的著作；而有部的《大毗婆沙論》是成立於西元二世紀的作品
，這些後期的作品，如何代表上座部未分裂前的思想。對此，我們能說的是，在缺乏更早期的寫本或考古資料的情況下，透過不同部派的思想比對加以推論，是找出更早期的思想的唯一方法。事實上，上座部的《論事》(西元前150年)及有部論師世友(西元前100年)、《異部宗輪論》，都未顯示上座部之間乃至上座部與大眾部或其他部派之間，對無禪那慧解脫阿羅漢有不一致的意見
。除此之外，在考慮到之前提及的，明確記載〈須深經〉的慧解脫阿羅漢未得禪那的《成實論》的記述，且在相信佛教部派內部思想傳承雖然有演化、發展的傾向，但也有持續不斷與保守的性質之前提下，我們可以說，因為南傳註釋書、有部論書及《成實論》等所主張的論點，多是個別傳承自更早的傳統，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它們對〈須深經〉的一致見解、相同解釋是源自根本上座部的傳統。這關於〈須深經〉中所說的慧解脫阿羅漢的相同解釋，在南傳上座部傳統中，併隨著〈須深經〉經文的傳誦，而被傳承下來(畢竟在傳誦經文時，必然要對經文加以解釋)，但未被放入經文中。然而，這種隨著經典而口傳下來的解釋，則在有部後來筆錄經文時(至少在《大毗婆沙論》成立之前)，為了凸顯禪那並非解脫的必要條件，而被放入有部自身所傳的〈須深經〉經文中。

至此，關於無禪那的慧解脫思想在初期印度佛教中的歷史定位問題，我們能肯定的是：無禪那慧解脫思想，必然早已存在在根本上座部未分裂的時期。但是，如果我們可以證明大眾部也認同〈須深經〉的阿羅漢未得禪那，或承認無禪那慧解脫阿羅漢的存在的話，則這種理論可以上溯到大眾部與上座部未分裂前佛弟子的共同看法，也因此能進一步推論，根本分裂前或最初的結集本應包含「未證禪那」的部分(依據古傳，漢譯《增一阿含》是大眾部的誦本
，從這裡應可以獲得可用的相關資料)。同時，我們還必須透過全面檢討《阿含經》與《尼柯耶》的修道論，才能為無禪那慧解脫的思想作出更明確的歷史定位。而這顯然不是在這篇論文中可以完成的。筆者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夠繼續完成這些相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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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須深經〉的版本比較


5.南傳上座部對巴利〈須深經〉的理解


6.結論








( 論文原稿原曾於2003年3月15日發表在「現代佛教學會」的雙月會。已投稿《中華佛學研究》，目前正在審稿中，所以本文此印出稿仍尚是未定稿。


� Say(daw，是緬甸語，用來敬稱年長或博學的比丘，意指值得崇敬的老師。


� 有關南傳上座部佛教在台灣的傳佈情形，可參見 明法比丘編，《亞洲原始佛教道場指南》(嘉義：法雨道場，2002)，頁16-27。


� 南傳上座部禪修傳統的田野調查可參見：明法比丘編，《亞洲原始佛教道場指南》(嘉義：法雨道場，2002)；Kirimetiyane Wimalawanasa著，〈上座仏教三國における瞑想の調査報告—タイ．ミャンマ一．スリランカ〉，《バ—リ学仏教文化学》Vol. 8，1995， pp.83-97。金宰晟（正圓）：〈南方上座部仏教における修行と實踐——タイとミャン—の現地調查に基づいて——〉，《バ—リ学仏教文化学》Vol. 10，1997，pp.37-63。金宰晟，〈タイとミャンマ一の修行道場を訪ねて：前篇 タイの修行道場〉，《仏教文化》Vol.36，pp.58-83；金宰晟，〈タイとミャンマ一の修行道場を訪ねて：後篇 ミャンマ一の修行道場〉，《仏教文化》Vol.37，pp.107-127。阿姜曼所傳的泰國森林禪修傳統的研究可見：Tiyavanich, Kamala, Forest Recollections: Wandering Monks in 20th Century Thailan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泰國、緬甸上座部佛教禪修方法的介紹，可見Kornfield, Jack, Living Buddhist Masters, 1st BPS edition ( Srilanka: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88). )，其中譯本見：新雨編譯群譯，《當代南傳佛教禪師》(台北：圓明出版社，民國86年)。


� 「慧解脫」最廣泛的意思是指未得滅盡定的阿羅漢。本文所探討的「慧解脫」，限定在皆意同《大毗婆沙論》中所謂連不得初禪禪那都未得的「全分慧解脫」(T27,p.564b)，或《阿毘曇毘婆沙論》中的「滿分慧解脫」(T28, pp.399-401)。本本文中大正藏的資料皆引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所出版的光碟資料。


� 關於馬哈希西亞多的禪法如何緊密地與經論結合，可參見：溫宗堃，〈《中部．念處經》四念處禪修方法之研究—兼論馬哈希念處毗婆舍那禪法〉，《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道德院，2002)，頁97-139。亦見何孟玲，《《中部．念處經》四念處禪修方法之研究》，碩士論文(台北：華梵大學，2001)，頁146-181。或見Nyanaponika, The Heart of Buddhist Meditaiton ( New York: Samuel Weiser, 1962), pp.85-107。


� Mah(si Say(daw ,The Progress of Insight , tr. by Nyanaponika Thera (Kandy: B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85), pp.2,50。


� 「yo pana upac(ra-sam(dhi( v( appan(-sam(dhi( v( anupp(detv( (dito pa((h(ya pa(cup(d(na-kkhandhe vipassati, aya( suddha-vipassan(- y(niko n(ma.」見Mah(si Say(daw ,The Progress of Insight , tr. by Nyanaponika Thera (Kandy: B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85), pp.2,50。


� 日本學者對初期佛教的「解脫」思想也有相當豐富的研究論文，這些研究多著重在解脫思想的演變過程；部分雖涉及無禪那「慧解脫」，但皆未作專門的論述。關於解脫思想的重要文章，有：舟橋一哉，〈阿含における解脫思想展開の一斷面〉，收於《原始仏教思想の研究》(京都：法藏館，1983)，pp.205-228；玉城康四郎，〈信解脫より心解脫への展開〉，收於《壬生台舜博士頌壽紀念．仏教の歷史と思想》(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5)，pp.295-371；平川彰，〈信解脫より心解脫への展開〉，收於《原始仏教とアビダルマ教》(東京：春秋社，1911)，pp.345-361；雲井昭善，〈原始仏教いおける解脫〉，收於《解脫》(京都：平樂寺，1988)，pp.81-116；藤田正浩，〈心解脫と慧解脫〉，收於《印度学仏教學研究》第42期第2號(東京：東京大學，1994)，pp.28-32。針對這些文章，何孟玲小姐曾作過簡短的評論，見何孟玲，〈《阿含經》的慧解脫((以純觀行為中心〉，《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道德院，2002)，頁207-247。


� L.S. Cousins, ‘Samatha-y(na and Vipassan(-y(na’ in Buddh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Hammalava Saddh(tissa, eds., G. Dhammap(la et al. (Nugegoda: Sri Lanka, 1984), p.65。


� L.S. Cousins,Cousins, Lance, ’The Origins of Insight Meditation’, The Buddhist Forum, vol 4 (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6), pp.48-49。


� 「However, the actual references to such arahats in the earlier texts seem mostly to say that they had not developed the formless attainments or the first five abhi(((. The first four jh(na are conspicuously not mentioned.」同上註，頁57。


� 同上，頁48。這或許是因為Cousins教授本身親近的禪修傳統十分重視禪那。教授在2002年12月18-19日於中華佛研所演講期間，筆者曾請問關於慧解脫的相關問題以及他個人的禪修系統，他回答他所修學的禪修系統是來自泰國的一個重視禪那的傳統，同時他也提到他個人並不喜好(like)純觀行的方法。


� Gombrich, ‘Retracing on an Ancient Debate: How Insight Worsted Concentration in the P(li Canon’, How Buddhism Began (London:Atlantic Highlands, N.J.: Athlone Press, 1996), pp.113-123。


� 「We claim, however, to have demonstrated in this paper:


1.that Enlightenment without meditation was probably never envisaged by the Buddha or in the earliest texts, and that the term pa(((vimutti originally did not refer to it;


2. that pa(((vimutti came to refer to Enlightenment without meditation (or at least without certain specific meditational attainments) and that this change may well have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changing of the Sus(ma Sutta;


3. that in the end, as generally acknowledged, there were indeed groups of monks in the Pali tradition who left meditation to others, without renouncing the quest for Enlightenment.」，同上註，頁131。


� 「For such a change in the soteriology, a whole turnover of monastic personnel seems required, a matter of at least two to three generations. I suppose the minimum time span that would be required would be the same as that between the Buddha’s death and the Second Communal Recitation, for at that event there were still a tiny number of participants who had known the Buddha personally. I have calculated elsewhere that that would be about 65 years.」，同上註，頁132。


� 「Lance Cousins…In his view, all the canonical texts assume (even if they do not state explicitly) that attainment of the four jh(na is a prerequisite not merely for Enlightenment but even for streamentry.」，見Gombrich, How Buddhism Began, p.126的註21。


� 他在文章的開始時說：「This chapter is concerned with a set of instances of historical change and doctrinal development within the Pali Canon.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changes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dea that Enlightenment can be attained without meditation, by a process of intellectual analysis(technically known as Pa(((, insight) alone.」同上，頁96。


� 同上，頁131。


� 筆者曾於2000年8月初到九月底時至緬甸仰光參訪，其間曾於恰宓禪師(Chanmyay Say(daw)住主持的莫比(Hmawbi)禪修中心短期出家進行禪修四十餘日，期間亦參訪了馬哈希禪修中心總部，並得拜見馬哈希西亞多的其他直傳弟子，包括雪烏明西亞多(Shwe U Min)、班迪達西亞多( Pandita Say(daw)及昆達拉西亞多(Kundal( Say(daw)等禪師。


� 事實上，Gombrich教授也誤解了「修」或「禪修」(bh(van()的意思。他將bh(van(譯作meditation，認為在定、慧二分的分類中，它只屬於定學。(見How Buddhism Began, p.115)。但是，實際上，在傳統上座部的用法中bh(van(包含奢摩他禪修(samathabh(van()與毗婆舍那禪修(vipassan(bh(van()。(見Nyanatiloka, Pali Buddhist Dictionary, pp.67-69.)


� Gombrich教授自述無法閱讀中文(How Buddhism Began, p.10)，所以問題應是出在他所參考的英譯本，但他未指出所參考的譯本為何。而Gombrich教授對漢、巴〈須深經〉所作的〔顯然錯誤的〕比較研究，似乎也為菩提比丘(Bodhi Bhikkhu)所引用。參見 The Connected Discourse of the Buddha, vol.1, translated by Bhikkhu Bodhi (London: Wisdom Publication, 200), p.783。.


� Gombrich, How Buddhism Began, pp.111,123-124。


� 參見Cousins, ‘Samatha-y(na and Vipassan(-y(na’, in Buddh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Hammalava Saddh(tissa, p.67裡的註2。


� 參見Cousins, The Origins of Insight Meditation, p.56。


� 支持純觀行阿羅漢的經典如S.22:122 S(lasutta(。該經說：具戒的比丘觀察五蘊的無常、苦、無我，可證預流果乃至阿羅漢。經中說具戒的比丘，而非說具禪那的比丘。若認為禪那是觀五蘊的必備條件，則該理應指示禪那的不可或缺性，但事實上，它並沒有這麼做。具戒後直接修觀五蘊。這正是指純觀行慧解脫的道路。與S(lasutta(相等的漢譯，見《雜阿含》259經(T2, p.65b)。關於早期經典中可視為佐證純觀行者的經典的，筆者將以另外的論文加以討論。


� 現存的漢譯《阿含經》西元四、五世紀才被譯為漢文經典。雖然現存巴利三藏，據《島大史》所記，是Va((ag(ma(i王(29-17B.C.89-79)令人將口傳的巴利三藏加以筆錄的。參見：水野弘元著，釋達和譯，《巴利論書研究》，(台北：中華佛研所，2000)，頁95Norman, P(li Literature,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3), p.10。然而，現存最早的巴利文寫本，僅是於緬甸發現的西元五、六世紀的寫本。參見 Janice Stargardt, ‘The Oldest Known Pali Texts, 5th-6th century: Results of the Cambridge Symposium on the Pyu Golden Pali Text form (r( K(etra, 18-19 April 1995’, January of Pali Text Society vol.21 ,1995, pp.199-213.。此外，現存最早的梵文或犍陀羅寫本的早期經典，也頂多只是西元一世紀的作品。參見 Enomoto Fumio, ‘The Discovery of “the Oldest Buddhist Manuscripts”’, The Eastern Buddhist vol 32, (Kyoto: Otani University, 2000), pp.157-166；以及Daniel Boucher, ‘ Review of Jens Braavig (ed.), Buddhist Manuscripts, Volume 1’, Indo- Iranian Journal vol.45 no.3, 2002, pp.245-259。


� 印順法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65。本文所引關於印順法師的著作，皆出自印順文教基金會所出版之「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光碟(v.3)。


� Steven Collins, ‘On the very idea of the Pali Canon’, January of Pali Text Society, vol.15, p.89.


� Jonathan S. Walters, “Suttas as History: Four Approache to the Sermon on the Noble Quest(Ariyapariyesanasutta)” History of Religion vol.38, 1999, p.248.


� 參見Norman, P(li Literature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3), pp.67, 69, 84James R. Egge, Religious Giving and the Invention of Karma in Therav(da Buddhism, (Surrey: Curzon, 2002), pp.6-7。但筆者認同印順導師對於此種「偈頌古而散文新」的佛教聖典成立史觀之反對理由。見印順法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頁49-57。導師認為散文較古而偈頌較新的看法與J.W. Jong不謀而合，參見桜部建，〈最も初期の仏教について〉，《印度哲学仏教学》Vol.17，北海道印度哲学仏教学会，pp.18-29。


� 參見Gregory Schopen, ‘The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Bones, Stones, and Buddhist Monk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pp.23-30。Schopen的研究，多基於考古學的資料來批判以文獻資料為根據的早期教團研究。但顯然佛教聖者如阿羅漢等，幾乎並不會留下什麼傳記碑文或遺跡供後人作考古學的研究。問題的癥結在於，真正的佛教究竟應在何處才能找到。


� 參見Johannes Bronkhorst, The Two Traditions of Meditation in Ancient India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93), pp.xvii-xviii。筆者以為其方法原則上是可行的，但其結論是可議的。問題出現在他實際運用這原則的過程。


� 「也很明顯的是Frauwallner與其他人所認為可信的方法，即不同版本(巴、梵、漢)的文本比較，並不導出最古的教義核心。唯一可確定的是，吾人可藉此方法得到西元前270年時期的上座部(Sthavira)聖典。西元270年，即傳教團活動於阿育王治世之時，當時上座部內部尚未有教義上的諍論。」參見Tilmann Vetter, The Ideas and Meditative Practices of Early Buddhism, (Leiden: E.j. Brill, 1988), p.IX。


� 參見印順法師，〈第一章 第二節 聖典的來源與成立〉、〈第一章 第三節 結集與結集的傳說〉，《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頁7-44。


� 見《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頁14。


� 同上，頁4、878。


� 「所以，如不從原始佛教時代所集成的聖典去探求，對於「根本佛教」，是根本無法了解的。」 (同上，頁2)。「根本佛教」指佛陀四十五(或四十九)年的教化活動。「原始佛教」指佛滅後到部派對立分裂之前的時期(同上，頁1)。


� 四種「依經典所作的歷史研究模式」(modes of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suttas)：一、歷史資料模式(historical source)，二、文本所處時代模式(text of its day)，三、文本整體模式(textual whole)，四、後期讀法模式(later reading)。這篇文章歸納了不同學者從早期佛教經典探查印度佛教歷史的研究進路。參見  Jonathan S. Walters , ‘Suttas as History: Four Approache to the Sermon on the Noble Quest (Ariyapariyesanasutta)’ , pp.247-284。


� 同上，p. 256。


� 溫宗堃，〈漢譯《阿含經》與阿毗達磨論書中的慧解脫――以《雜阿含》〈須深經〉為中心〉，(未出版)。本文為91年12月悲廣文教基金會獎學金得獎論文，預計於92年96月刊於《正觀雜誌》。


� 《相應部》、《雜阿含經》的修多羅，是四阿含的根本。見《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頁499-511,877。


� 研究慧解脫思想，除了文獻學的研究方式之外，另一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應是田野工作。中村元教授曾在其〈佛教研究的新方向：關於毗婆舍那〉一篇短文中指出：文獻裡以文字書寫的資料，未必能被適當地理解(他以Vipassan((毗婆舍那)一語為例)，但透過與當代佛教傳統實踐者的對話，可以更清楚地解明佛教的觀念與實踐。參見  中村元，〈仏教研究の新しい方向—Vipassan(について〉，《東方》Vol.11 (東京：東方学院，1996)，頁5-15。畢竟，在當代的南傳佛教國家中，仍有相當多的佛教徒以此思想作為自身修行的教理依據，認識慧解脫思想在現實世界中如何被實踐，對慧解脫思想的正確理解也必然有幫助。


� 「赤銅鍱部(Skt. T(mra((((ya)，就是現在流行於錫蘭，又分流東南亞各國的佛教──南傳佛教。」《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頁410-412。


� Sus(masutta. Sn.12.70 = S I, pp.119-128。(以下引用之巴利文，若未註明CSCD(緬甸第六次結集CD)，則為PTS本。) 


� 如Thanissaro比丘說：「此經有時被引用作為證悟(最終的直觀)而無禪那的證據，但仔細閱讀卻發現它不能支持那樣的論述」，見網路上Thanissaro Bhikkhud對巴利〈須深經〉的英譯註腳。(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canon/samyutta/sn12-070.html)


� 雖然有學者主張，《尼柯耶》的定型要到覺音撰寫註釋書才可能。但這說法顯然過於極端，也缺乏證據。Jonathan S. Walters, ‘Suttas as History: Four Approache to the Sermon on the Noble Quest(Ariyapariyesanasutta)’, pp.247-8.


�關於阿含的部派歸屬，見《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頁89-100。


� 《雜阿含經》T2, pp.96b-98a。


�關於現存律部的簡介見《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頁67-89。


� T22, pp.362-363。


� 雜本「伽蘭陀」(kalanda)是松鼠，巴本kalandaka-niv(pe意為松鼠飼養處，niv(pa是「餌」、「撒餌」之意。


� 摩本作「衣、食、床臥、病瘦醫藥」；巴本作 “c(vara-pi((ap(ta-sen(sana- gil(nappaccaya- bhesajjaparikkh(r(na(.”


� 巴利作 “Tena hi (nanda, susima( pabb(jeth(’ti.”「那麼！阿難啊！你們令須深出家吧」。pabb(jetha是caus.2. pl. P.，意作「你們令…出家」。或者此處pabb(jetha的複數型態是表客氣、尊敬的用法。


� 菩提比丘在對〈須深經〉的註206提到：「這裡令人困惑的是：必需要提但佛陀卻沒有提的是：通常會對想在佛教出家的外道所做的別住(probationary period)；也許佛已預見須深會因這樣的規定而不提出要求，因而失去解脫的機會。」(The Connected Discourse of the Buddha, vol.1,p.783)，菩提比丘困惑的別住(probationary period觀察期)，在《摩訶僧祇律》的版本中被提到了：「試之四月」即是別住(pariv(sa)制度，這應是佛陀晚年或佛滅後才出現的制度。在幾個敘述佛般涅槃的經或律中，提到此外道出家須觀察數月這一規定的制定因緣是佛在度化最後的弟子Subhadda之後說的。可見《大般涅槃經》T1, p.204b;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T24, p.398c.; 《般泥洹經》T1,p.188a。


� 雜本作：「云何，尊者所說不同，前後相違？云何不得禪定，而復記說？」。摩本作：「向者所問諸法皆言不得，云何於世尊前自言：我已得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更不受後有。誰當信者？」；巴本作：“Ettha d(ni (yasmanto ida( ca veyy(kara(a( imesa( ca dhamm(na( asam(patti; ida( no, (vuso, katha(”ti?” (尊者們啊！此時此處有此回答與這些法的不具足。友啊！為何如此？)


� 摩本：諸比丘答言：「長老！我是慧解脫人。」；巴本：“Pa(((vimutt( kho maya( (vuso susim(’ti.” (友須深啊！我們是慧解脫。)


� 摩本作「雖義相未現，我自了知慧解脫人。」巴本作：“(j(neyy(si v( tva(, (vuso susima, na v( tva( (j(neyy(si atha kho pa(((vimutt( mayan”ti.” (友須深啊！〔無論〕p你暸知或你不暸知，此時我們是慧解脫。)


� 雜本作：「爾時，須深知眾多比丘去已，作是思惟：「此諸尊者所說不同，前後相違，言不得正受，而復記說自知作證。」；摩本作：「時，須深摩聞諸比丘語已，作是念：『我當往詣世尊所，問如是事。世尊有所解說，我當受持。』


� “Ekam anta( nisinno kho (yasm( susimo y(vatako tehi bhikkh(hi saddhi( ahosi kath(sall(po ta( sabba( bhagavato (rocesi.”


� 「三摩跋提或三摩缽底sam(patti，譯義為正受，等至，是從平等持心而到達定境（入定）﹔四禪、四無色定、滅盡定，都可以稱為三摩缽底。」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頁1215。有部論師對三摩地與正受的差別有所討論，見《大毗婆沙論》T� HYPERLINK "javascript:showtaisho('bk=27&pn=821&co=3')" �27,  p.821c�。


� 知法住是對縁起的了知，知涅槃是了知涅槃，法住智與知涅槃智是先後依序展開的智慧。


� 摩本作：「佛告須深摩：『先法智、後比智』」；巴本作：“Pubbe kho, susima, dhamma((hiti(((a(, pacch( nibb(ne (((a(.”(須深啊！法住智在前，關於涅槃的智在後。)


� 雜本作：「佛告須深：『不問汝知不知，且自先知法住，後知涅槃，彼諸善男子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離於我見，心善解脫』。」；摩本作：「佛告須深摩：『汝雖未解故，先法智後比智』。」；巴本作：“(j(neyy(si v( tva(, susima, na v( tva( (j(neyy(si, atha kho dhamma((hiti(((a( pubbe, pacch( nibb(ne (((a(.” (「須深啊！〔無論〕你了知或你不了知，法住智在前，關於涅槃的智在後。」)


� 雜本作：「唯願世尊為我說法，令我得知法住智，得見法住智」；摩本作：「善哉世尊，我猶未解，唯願世尊，廣為我說」；巴本作：“S(dhu me, bhante, bhagav( tath( bh(satu yath(ha( imassa bhagavat( sa(khittena bh(sitasa vitth(rena atta( (janeyyan’ti.” (那會是很好的，如果世尊以我能廣解世尊略說之義的方式向我說。)


� 雜本：「佛告須深：作如是知、如是見者，為有離欲、惡不善法，乃至身作證具足住不？」；摩本：「佛告須深摩：汝知如是法者，汝得天眼，宿命智、諸解脫得不？」


� 摩本說：「佛告須深摩：汝自言知如是諸法，而復言：不得是諸功德，誰當信者？」，對照相對應的巴本：「須深啊！此時此處有此回答與這些法的不具足。須深啊！為何如此？」以及之前的摩、巴二本中須深對慧解脫阿羅漢的反問(參見註552)。顯然，摩本中的「諸法」指世尊說的緣起法，而「諸功德」則指「神通與四無色定」。


� 雜本：「凡人有罪，自見、自知而悔過者，於當來世律儀成就，功德增長，終不退減」摩本：「於是我受汝悔過，於賢聖法中得增長故，從今日後勿復更作。」巴本作： “Vuddhi hi es(, susima, ariyassa vinaye yo accaya( accayato disv( yath(dhamma( pa(ikaroti, (yati( ca sa(vara( (pajjati’ti.” (須深啊！這是聖者之律的增長，當人視過失為過失後，如法地懺悔，且於未來得防護。)


� 雜本作：「佛說此經已，尊者須深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爾時，須深見法得法，覺法度疑，不由他信，不由他度，於正法中心得無畏。」；摩本作：「我從世尊所，廣聞正法，滅惡邪見，得法眼淨」。


� 《相應部註釋》也認為須深證得阿羅漢。Spk vol.2, p.117.。


� 根本部派分裂的時間，若依據印順法師，是西元前三百年。參見：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頁348-354。


� 佛教公認的二次結集，參見 ：印順導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頁25-33。


� 依據印順法師的看法，第一次結集「修多羅」時，只結集法義的內容，那些序說、與結言，都是後加的。「說法的事緣，多數是略而不論(附於經文的傳授而傳下來)」。筆者以為，這說法在早期佛教聖典成立史時是相當重要，且值得進一步加以研究的。參見：印順法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頁503,691。


� 依據印順法師的看法，第一次結集「修多羅」時，只結集法義的內容，那些序說、與結言，都是後加的。「說法的事緣，多數是略而不論(附於經文的傳授而傳下來)」。筆者以為，這說法在早期佛教聖典成立史時是相當重要，且值得進一步加以研究的。參見：  印順法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頁503，,691。


� 依據印順法師的看法，第一次結集「修多羅」時，只結集法義的內容，那些序說、與結言，都是後加的。「說法的事緣，多數是略而不論(附於經文的傳授而傳下來)」。筆者以為，這說法在早期佛教聖典成立史時是相當重要，且值得進一步加以研究的。參見：印順法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頁503,691。


� 但如後文所述，《相應部》註釋書即《顯揚真義》對〈須深經〉的註釋，指出他們未證襌那。


� 觀五蘊方能契入緣起的修行次第，被表現在《相應部》〈蘊相應〉中的〈三昧經〉Sn.Ⅲ, pp.13-15 。五蘊與十二緣起的關係亦可參見Mathieu Boisvert, The Five Aggregates: Understanding Therav(da Psychology and Soteriology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 1995), pp.130-142。


� 《尼柯耶》(當然也就包含《阿含經》)做為口傳文學(oral literature)的特色，參見：Cousins, Lance, ‘P(li Oral Literature’ in P. Denwood and A. Piatigorsky (ed.), Buddhist Studies: Ancient and Modern (London, Curzon, 1983), pp.1-11.；另外，下田正弘也指出這種口傳的特色也存在律藏與大乘經典之中。參見：  下田正弘，〈口頭傳承から見たインド仏教聖典研究についての覚え書き〉，《印度哲学仏教学》Vol.17，北海道印度哲学仏教学会， pp.30-45。


� Henepola Gunaratana, The Path of Serenity and Insight: An Explannation of Buddhist Jh(na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85), pp.1-14, 43-45, 191-207。


� 覺音約為四、五世紀之人。相關討論見 森祖道，《バ—リ佛教註釋文献の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昭和59年)，頁469-529。亦見Oskar Von Hinuber, A Handbook of P(li Literature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997), pp.102-103。


� 巴利註釋書內的資料來源有二。根據傳統，註釋書在第一次結集時已被傳誦，摩哂陀在西元前三世紀將它們帶到錫蘭，被譯為錫蘭文，後由覺音譯為巴利文。另外的來源是註釋書中提到的上座長老們(最晚的為西元一世紀)。巴利註釋書文獻簡介，見 A Handbook of P(li Literature,pp.100-153。或見水野弘元著，釋達和譯，《巴利論書研究》，頁175-200。


� “pa(((vimutt( kho maya(, (vusoti, (vuso, maya( nijjh(nak( sukkhavipassak( pa(((mattena eva vimutt( ti dasseti.” (S(ratthappak(sin(, vol. 2, p. 104. (CSCD))


� 見 Henepola Gunaratana, The Path of Serenity and Insight, p.200。在水野弘元《バ—リ語辭典》頁140，譯為審慮、理解、歡受。


� “(j(neyy(si v(ti-(di kasm( vutta(? Vin(pi sam(dhi( eva( (((uppattidassanattha(, ida(hi vutta( hoti-susima, maggo v( phala( v( na sam(dhinissando, na sam(dhi-(nisa(so, na sam(dhissa nipphatti, vipassan(ya paneso nissando, vipassan(ya (nisa(so, vipassan(ya nipphatti, tasm( j(neyy(si …(((ant.” (S(ratthappak(sin(, vol. 2, p. 104. (CSCD))


� 關於法護的討論，見A Handbook of P(li Literature,pp.169-171，也見《バ—リ佛教註釋文献の研究》，頁530-539；水野弘元著，釋達和譯，《巴利論書研究》，頁193-196；Primoz Pecenko, ‘S(riputta and his works’, January of Pali Text Society vol. 22, pp.159-179。


� 對《顯揚真義》的再註釋，也就是《相應部》的《復註》，即為《顯揚隱義》L(natthappak(sin(的第一部分。《顯揚隱義》是《顯揚真義》、《破斥猶豫》、《吉祥悅意》三書的再註釋。巴利復註書((ik()文獻的介紹，參見A Handbook of P(li Literature, pp.100, 166-176。


�“vin(pi sam(dhinti samathalakkha(appatta( purimasiddha( vin( pi sam(dhinti vipassan(y(nika( sandh(ya vutta(.” (L(natthappak(sin(, vol.Ⅱ, pp.124-125 (CSCD))


� 關於南傳上座部慧解脫傳統的重要研究成果，除了之前引用的馬哈希西亞多的The Progress of Insight、Gunaratana尊者的The Path of Serenity and Insight，另一重要的相關著作為Buddha Sasana Nuggaha Origination (ed.), Satipa((h(na Vipassan( Meditation Criticisms and Replies,  (Rangoon: Buddha Sasana Nuggaha Origination, 1979), pp.1-319。以下筆者對巴利註釋文獻的援用皆來自這三本著作。


�“idha, (vuso, bhikkhu samathapubba(gama( vipassana( bh(veti. Tassa samathapubba(gama( vipassana( bh(vayato maggo sa(j(yati. So ta( magga( (sevati bh(veti bahul(karoti. Tassa ta( magga( (sevato bh(vayato bahul(karoto sa(yojan(ni pah(yanti, anusay( byant(honti. idha, (vuso, bhikkhu vipassan(pubba(gama( samatha( bh(veti. Tassa vipassan(pubba(gama( samatha( bh(vayato maggo sa(j(yati. So ta( magga( (sevati bh(veti bahul(karoti. Tassa ta( magga( (sevato bh(vayato bahul(karoto sa(yojan(ni pah(yanti, anusay( byant(honti.” (A(guttaranik(ya, vol. II, p.157)


� The Path of Serenity and Insigh,p.148.


�“dasame samathapubba(gamanti samatha( pubba(gama( purec(rika( katv(……vipassan(pubba(gamanti vipassana( pubba(gama( katv( samatha( bh(veti, pakatv( vipassan(l(bh( vipassan(ya (hatv( sam(dhi( upp(det(ti attho.” (Manorathap(ra((, vol.Ⅱ, p.346 (CSCD))


�《真義寶函》的作者應是十二世紀時，與Parakkamab(huⅠ王同時代的舍利弗(S(riputta)。A Handbook of P(li Literature, pp.100, 172-173。


� “Dasame samathapubba(gama( vipassana( bh(vet(ti ida( samathay(nikassa vasena vutta(. So hi pa(hama( upac(rasam(dhi( v( appan(sam(dhi( v( upp(deti, aya( samatho. So ta( ca ta(sampayutte ca dhamme anicc(d(hi vipassati, aya( vipassan(, iti pa(hama( samatho, pacch( vipassan(. Tena vuccati “samathapubba(gama( vipassana( bh(vet(”ti. vipassan(pubba(gama( samatha( bh(vet(ti ida( pana vipassan(y(nikassa vasena vutta(. So ta( vuttappak(ra( samatha( asamp(detv( pa(cup(d(nakkhandhe anicc(d(hi vipassati.” (S(ratthama(jus(, vol.2, pp.343-344 (CSCD))


� 這也是南傳上座部傳統的一般對「觀」(毗婆舍那)所作的定義，如下引自《無礙解道》中的引文。「觀」被傳統南傳上座部認為是佛陀獨明而不同於其他宗教的禪修方法，關於「觀」，可參見 Harcharan Singh Sobti (ed.), Vipassana：The Buddhist Way, (Delhi: Eastern Book Linkers, 1992)。


� 近行定，是接近安止定的，在達安止定之前的定。而安止定即是禪那。見Nyanatiloka, Buddhist Dictionary: Manual of Buddhist term and doctrines (Kandy: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80), pp.47,340。關於近行定、安止定，詳見覺音著，葉均譯，《清淨道論》(高雄：正覺學會，2002)，頁86-87,126-127, 138-139, 373。


� MajjhimaNik(ya, vol.Ⅰ,pp.12-16。相當於《中阿含經》卷八八〈求法經〉(T1, pp.569a-571b)


�“Bh(van(nayoti koci samathapubba(gama( vipassana( bh(veti, koci vipassan(pubba(gama( samatha(.” (Papa(cas(dan(, vol.Ⅰ, p.112 (CSCD))


� “Idhekacco pa(hama( upac(rasam(dhi( v( appan(sam(dhi( v( upp(deti, aya( samatho. So ta( ca ta(sampayutte ca dhamme anicc(d(hi vipassati, aya( vipassan(, iti pa(hama( samatho, pacch( vipassan(. Tena vuccati “samathapubba(gama( vipassana( bh(vet(”ti. Tassa samathapubba(gama( vipassana( bh(vayato maggo sa(j(yati. So ta( magga( (sevati bh(veti bahul(karoti. Tassa ta( magga( (sevato bh(vayato bahul(karoto sa(yojan(ni pah(yanti, anusay( byant(honti, eva( samathapubba(gama( vipasana( bh(veti. Idha pana ekacco vuttappak(ra( samatha( asamp(detv( pa(cup(d(nakkhandhe anicc(d(hi vipassati. …… iti pa(hama( vipassan( pacch( samatho. Tena Vuccati “vipasan(pubba(gama( samatha( bh(vet(”ti. Tassa vipassan(pubba(gama( samatha( bh(vayato magoo sa(j(yati, so ta( magga( (sevati…pe…bahul(karoti, tassa ta( magga( (sevato…pe…anusay( byant(honti, eva( vipassan(pubba(gama( samatha( bh(veti.” (同上， pp.112-113 (CSCD))。 (在此，一類人先令近行定或安止定生起，這是奢摩他；他從無常等觀察它及與它相應的法，這是毗婆舍那。如是，先是奢摩他，後是毗婆舍那。因此，「修習以止為先的觀」被說。當他修習以止為先的觀時，道被生。他行、修習、多修彼道，諸結被斷，諸隨眠止息。如是修習以止為先的觀。復次，在此，一類人未令前述的止生起，而從無常等內觀五取蘊，這是觀。…(中略的部分為註8876的巴利文)…如是，先是觀，後是止。因此「修習以觀為先的止」被說。當他修習以觀為先的止時，道被生。他行、修習、多修彼道，諸結被斷，諸隨眠止息。如是修習以觀為先的止。) 


� “…samatho eva y(na( samatthay(na(, ta( etassa atth(ti samathay(niko. Jh(ne, jh(n(pac(re v( pa((h(ya vipassana( anuyu(jantassa eta( n(ma(.” (Paramatthama(j(sa, volⅡ. p.350 (CSCD))


�“samathay(nikassa samathamukhena vipassan(bhinveso, vipassan(y(nikassa pana samatha( aniss(y(ti (ha. ” “suddhavipassan(y(niko”ti, samathabh(van(ya amissitavipassan(y(nav(ti attho.” ”(Paramatthama(j(sa, volⅡ,. p.351 (CSCD))


� 《無礙解道》較經藏成立晚，而在中期巴利論書成立之前，約成立於阿育王時代前後，其教理，特別與實踐修道有關，在這方面比阿毗達磨論書更具體且更全面。《清淨道論》引用的經論，以《無礙解道》的經文最多。關於《無礙解道》的研究，詳見《巴利論書研究》，頁1-135。或見A Handbook of P(li Literature, pp.59-60。


� “Katha( vipassan(pubba(gama( samatha( bh(veti? Aniccato anupassana((hena vipassan(, dukkhato anupassana((hena vipassan(, anattato anupassana((hena vipassan(. Tattha j(t(na( dhamm(na(ca vossagg(ramma(at( cittassa ekaggat( avikkhepo sam(dhi. Iti pa(hama( vipassan(, pacch( samatho. Tena vuccati- ‘vipassan(pubba(gama( samatha( bh(vet(’ti.”  (Pa(isambhid(magga, p.287 (CSCD))。引文中有劃底線的部分，但CSCD中原來的讀法是avikkhepo. Sam(dhi iti，並不合理，應是誤印。參考了Satipa((h(na Vipassan( Meditation Criticisms and Replies, p.23後，將它修正如上。


� “Tassa vipassan(p(rip(riy( tattha j(t(na( dhamm(na( vossagg(ramma(ato uppajjati cittassa ekaggat(, aya( samatho.” (Papa(cas(dan(, vol.Ⅰ, pp.113 (CSCD))


� 止(samatha)在原始佛教中有三種用法：(一、與觀相對的止；二、(止諍、滅諍中的止；(三、指涅槃、悟的境地的止。參見 ：森章司，，《原始佛教から阿毘達磨への佛教教理の研究》(東京：東京堂，1995)，pp.643-648。


�“Tattha j(t(nanti tasmi( ariyamaggakkha(e uppann(na( sam(di((hi-(d(na( dhamm(na(…….vavassagg(ramma(atoti vavassaggassa (ramma(at(ya. Vavassaggo vossaggo pa(inissaggoti ca apavaggoti ca attahto eka(, nibb(nanti vutta( hoti, tasm( nibb(nassa (ramma(akara(en(ti attho. cittassa ekaggat(ti maggasamm(sam(dhim(ha.” (L(natthappak(sin(, vol.Ⅰ, p.204. (CSCD))


� 關於《清淨道論》的介紹，參見《巴利論書研究》，頁397-400。《清淨道論》與《解脫道論》的比較，見同書，頁447-492。


� “vipassan(niyamena hi sukkhavipassakassa uppannamaggopi, sam(pattil(bhino jh(na( p(daka( akatv( uppannamaggopi, pa(hamajjh(na( p(daka( katv( paki((akasa(kh(re sammasitv( upp(ditamaggopi pa(hamajjh(nik(va honti.” (Visuddhimagga, vol.Ⅱ, p.305 (CSCD))。可參見 《清淨道論》，頁687。((namoli Bhikkhu, The Path of Purification, p.779.。這裡的「有初禪」指的是道心裡的禪支，是出世間定，而非世間的初禪。


� 關於南傳論書文獻的簡介，参見《巴利論書研究》，頁201-220。《法集論》的內容，見同書225-256頁。


� Atthas(lin(, p.272 (CS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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